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

———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王思语　 　 郑乐凯

摘要：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

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 本文利用 Ｅｏｒａ 于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全球 １８９个国家 （地区） 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 并分别

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 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

响。 结果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

用。 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 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

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 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

进作用并不显著， 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 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

度， 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 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 交通运

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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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自 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以来， 依托在劳动、 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低成本优

势， 并以低端 “粗放式” 的加工方式不断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与合作， 促进本国产

业转型升级。 期间， 中国出口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此快速

增长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高科技跨国公司将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设立在中国

境内进行， 并最终从中国出口到世界其他国家。 其中， 出口产品中高附加值的核心

环节依旧依赖于技术发达国家。 这种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 造成本国出口产品

尤其是高精尖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和技术含量其实并不高， 同时还面临着价值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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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端 “锁定” 和 “固化” 的困境 （李昕和徐滇庆， ２０１３［１］； 苏庆义， ２０１６［２］）。
当前全球经济正逐渐从 “制造经济” 向 “服务经济” 转型过渡， 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企业都意识到， 在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大环境下， 服务经济对国民生产活动

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ｒｗｅ ａｎｄ Ｒａｄａ， １９８９［３］； 彭水军等， ２０１７［４］ ）。 服

务经济在价值链体系中通过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效应提升了企业增值能力， 提

高了企业国际竞争力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９９０） ［５］。 由此可见， 制造业服务化不仅是实现

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 同样也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并最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位置攀升的有力助推器。 近年来， 随着劳动力、 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优势逐渐消

失， 且受到外部需求低迷以及欧美国家 “逆全球化” 制造业回流等诸多不利因素

的影响， 中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着内外不利因素的双重挤压， 传统以廉价劳动要素为

动力源泉的出口模式遭遇了增长瓶颈。 因此， 如何实现向价值链中高端位置攀升，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最终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已经成为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

一、 文献综述及机制分析

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以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ＧＶＣｓ） 模式的兴起， 服务经济的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与以往不同， 在新型国际分工背景下， 服务在整个经济生产过程中， 不仅充当了中

间投入的角色， 而且还承担着协调产品价值链条中各个生产环节的任务， 对提升企

业的产出效率具有显著作用。 据此， 本文认为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直接的技术溢

出效应与产业关联溢出效应以及间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成本效应对产品产生影

响， 图 １是简略的影响机制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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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机制图

制造业服务化首先通过溢出效应直接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 溢出过程是不同的

活动主体之间基于互动、 交流、 沟通等方式， 将知识与技术进行传播。 一方面， 上

游中间服务投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学习经验和技术的机会， 即企业直接通过技术

溢出效应对制造企业产生影响， 带动产品升级。 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进步， 不仅需要

考虑自身研发的直接技术投入， 也需要考虑上游中间品为载体的间接技术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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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ｓｃｈ ａｎｄ Ｖａｒｇｏ， ２００９［６］； 刘斌和王乃嘉， ２０１６［７］）。 制造业服务化， 大大缩短了

传统概念上不同部门的空间地理距离， 便于部门进行相互沟通， 特别有利于 “新
思想、 新专利、 新技术” 方面的交流， 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一

方面， 制造业服务化还通过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直接提升了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与技

术。 制造业服务化本质上是将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种经济形式通过上、 下游产业关联

进行更为深度融合的过程。 具体表现形式是将技术信息密集型为代表的高质量生产

性服务与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要素匹配， 共同作为制造业上游生产的供给要素，
以 “飞轮” 形式使服务价值内嵌于制成品生产当中， 完成增值过程， 最终提升产

品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背景下， 制成品生产中

的服务部门不仅仅承担 “润滑剂” 的功能， 还使生产部门之间相互学习， 便于交流

和创新， 使得生产信息充分渗透， 减少不必要的信息 “阻塞”， 提高和优化上游服

务的供应效率。
制造业服务化还会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间接改善企业生产效率， 促进出口产品

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实质上也是通过更为专业化的分工模式， 将企业原先非核心和

没有比较优势的服务生产环节利用 “外包” 的形式， 转交给专业化的第三方服务

企业， 这样不仅获得了更为优质的上游中间服务投入， 而且对于企业自身来说， 可

以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 审时度势地将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进行重新规划和配置，
使更多资源投入到研发环节， 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戴翔和金培， ２０１４） ［８］。 而且，
创新是促进产品更新升级的充要条件。 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上述外购获得设计、 咨询

等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 进而带动企业创新。 最终做到制造和服务两大经济类型协

同、 融合发展， 带动本国产业升级， 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的目标。
成本效应也是驱动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而言， 企业依托采购获

得仓储物流、 会计审计等高技能要求服务环节所耗费的成本， 往往低于企业内部设

立所需成本。 同时， 生产性服务不仅本身具有研发设计等较强的增值功能， 而且还

具有统筹兼顾等 “粘合剂” 的特性。 随着生产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深化， 服务在价

值链产品生产中所承担的协调作用也愈发突出， 如性能优越的电子信息服务设施降

低了沟通协调成本。 另外， 制造业服务化在发挥资源再配资效应的同时， 通过新型

服务化生产运营模式实现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规模经济，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

本。 所以， 制造业服务化的运营模式对制造企业而言， 降低了企业的管理运营成本

和交易成本， 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２［９］； Ｌｏｗ，
２０１３［１０］； 刘维刚和倪红福， ２０１８［１１］）。

Ａｒｎｏｌｄ等 （２００８） ［１２］利用对非洲数千家微观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研究发现

生产性服务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提升作用。 吕越等 （２０１７） ［１３］则从全球

价值链的视角探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 可见， 以

往研究大多集中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而直接针对制造业服务

化与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还比较鲜见。 近年来， 得益于 ＷＩＯＤ、 ＴｉＶＡ 等机构陆续

对外公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 使得全球价值链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等领域的研究从

过去的案例和理论分析进入到实证检验阶段。 在考察产品升级方面又分为垂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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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差异两个维度 （Ｇｅｒｒｉｆｆ， １９９９） ［１４］。 刘斌等 （２０１６） ［１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

中国海关进出口等数据与ＷＩＯ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匹配， 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探究制

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首次基于产品升级的维度

研究企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的关系。 由于数据的限制， 他们使用了行业层面的制

造业服务化程度替代企业层面， 但是考虑到使用的 ＷＩＯＤ 库中制造业分类过于宽

泛， 与中国国民经济分类存在较大出入， 无法真实反映出企业服务化异质性的特

征， 进而会影响最终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鉴于此， 本文使用 Ｅｏｒａ于 ２０１８年对外公布的大型跨国投入产出数据， 测算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 １８９个国家 （地区） 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 并以

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两个指标作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出口产品升级垂直

差异和水平差异的衡量指标， 并最终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是否

对出口产品升级有促进作用。

二、 模型设定、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研究制造业服务化与出口产品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Ｕｐｇｒａｄｅｉｔ ＝ β０ ＋ β１ Ｓｅｒｉｔ ＋ 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ｖｉ ＋ ｖｔ ＋ εｉｊ （１）

其中， ｉ 代表国家 （地区）， ｔ 代表时间， Ｖｉ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 用以控制国家

（地区） 的异质性特征， Ｖｔ表示时间效应， 用以控制时间趋势特征， εｉｊ 为残差项。
被解释变量 Ｕｐｇｒａｄｅｉ ｔ， 表示的是出口产品升级。 而 Ｓｅｒｉ ｔ表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制造

业服务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则表示为其他控制变量。
（二） 变量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 Ｕｐｇｒａｄｅ， 表示出口产品升级。 在现今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体系下，
如何量化刻画全球价值链融入程度以及在价值链中提升的实际效果， 成为当前国家

和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具体战略计划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 以往研

究基本是采用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 （２０１０） ［１６］提出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作为价值链升级的代理

变量。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价值链的每个生产环节都有不同的技术层级， 所以整个

价值链也被称为技术阶梯 （Ｈｕｍ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 ［１７］。 出口产品升级是技

术阶梯由低级向高级价值链提升的重要环节。 在考察产品是否升级的实践过程中，
又可以分别从垂直差异和水平差异两个维度进行评定。 因此， 本文借鉴刘斌等

（２０１６） 的做法采用出口产品质量衡量产品垂直差异， 利用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产

品水平差异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Ｋ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１８］； Ｈａｌｌａｋ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１［１９］ ）。 早期

文献多采用产品单位价值作为出口产品质量的替代指标 （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０４［２０］；
Ｈｕｍｍ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５［２１］）。 此后， 许多文献发展出了从产品的需求或供给信

息中剥离出产品质量的估计策略 （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２０１０［２２］；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ｌｉｓ，
２０１４［２３］）， 这些方法适用于各个层面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研究。 虽然 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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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２４］的方法也可以方便地估计国家—产品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 但考虑到本

文主要是以国家宏观层面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主要借鉴 Ｈｅｎｎ 等 （２０１７） ［２５］所提出

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 其基本估计过程如下：
ｌｎｐｉｅｔ ＝ ζ０ ＋ ζ１ ｌｎθｉｅｔ ＋ ζ２ ｌｎｙｅｔ ＋ ζ３ ｌｎＤｉｓｔｉｅ ＋ εｉｅｔ （２）

公式 （２） 为产品贸易价格的决定方程。 其中， ｉ， ｅ， ｔ 分别表示产品进口国、
产品出口国和年份。 ｐ 代表产品价格， 反映出包括产品质量 （ θ ）、 出口国人均收

入水平 （ｙ） 以及两国贸易距离 （Ｄｉｓｔ） 在内的多种因素。
ｌ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ｅｔ ＝ ＦＥ ｉ ＋ ＦＥｅ ＋ αｌｎＤｉｓｔｉｅ ＋ βＩｉｅｔ ＋ δｌｎθｌｎｙｉｔ ＋ εｉｅｔ （３）

公式 （３） 为产品贸易量的决定方程。
其中， ｉｍｐｏｒｔ 代表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量， ＦＥ ｉ 和 ＦＥｅ 分别表示产品进口国和产品

出口国的固定效应， 用它们来刻画贸易发生国之间的经济特征。 Ｉｉｅｔ 表示的是一些诸

如语言体系、 是否被殖民等在经典引力模型中涉及到影响双边贸易量的其他因素。
ｌｎθｌｎｙｉｔ 代表的是需求国和产品质量的交互项， 当其系数 δ 大于 ０时， 意味着国家收

入水平越高，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相应越高。 将公式 （２） 代入公式 （３）， 可以

得到：
ｌｎ（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ｅｔ ＝ ＦＥ ｉ ＋ ＦＥｅ ＋ αｌｎＤｉｓｔｉｅ ＋ βＩｉｅｔ ＋ ζ′１ ｌｎｐｉｅｔ ｌｎｙｉｔ ＋
ζ′２ ｌｎｙｅｔ ｌｎｙｉｔ ＋ ζ′３ ｌｎＤｉｓｔｉｅ ｌｎｙｉｔ ＋ ε′ｉｅｔ

（４）

估计出公式 （４） 只需要贸易流量、 产品价格、 地理距离等信息， 容易得到相

关系数的估计值。 通过对相关系数的代数运算可以得到各国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的表

达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ｉｅｔ ＝ δｌｎθｉｅｔ ＋
δζ０
ζ１

＝ ζ′１ ｌｎｐｉｅｔ ＋ ζ′２ ｌｎｙｅｔ ＋ ζ′３ ｌｎＤｉｓｔｉｔ （５）

对于出口产品升级水平差异的衡量， 本文则使用出口技术复杂度作为其代理指

标。 有关出口技术复杂度方面的研究， 以往大多采用的是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 （２００７） ［２６］

提出的方法。 不过该方法对国家收入水平的权重过度依赖， 并将人均收入内生化，
致使指标存在出口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是由富国生产， 而复杂度低的产品是由穷国

生产的 “全球循环模式” 结论， 而该结论有悖于现实情况 （李小平等， ２０１５） ［２７］。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０） ［２８］认为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高低

是由一个国家的综合生产能力决定的。 每个国家具有的生产能力不尽相同。 而不同

产品需要的技术能力也有所不同。 基于此， 他们提出了基于反射分析原理测算出口

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方法。 该方法首先基于 Ｂａｌａｓｓａ （１９６５） ［２９］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 构建了联结国家—产品生产网络关联矩阵 Ｍ ， 其具体定义形式为：

Ｍｉｊ ＝
１， ｉｆ ＲＣＡｉｊ ＞ １
０， 其他{ （６）

在 “反射能力” 理论中提出使用出口经济体的多样性和产品的普通性两个概

念对国家和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进行描述。 其中， 多样性表示的是国家所拥有出口

比较优势的产品的数目； 而普通性则表示的是有多少个国家在该项产品方面具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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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比较优势。 多样性和普通性表达式分别为：

ｄｉ ＝∑ ｊ
Ｍｉｊ

ｄ ｊ ＝∑ ｉ
Ｍｉｊ （７）

两个指标在数值上呈现出负相关的数学性质。 其背后的逻辑含义是， 多样性水

平越高， 说明某国在许多产品出口方面具有国际比较优势， 所以具有较强的生产能

力； 而某一产品的普通性系数较高， 一般认为生产该类产品的门槛较低， 很多国家

能够完成该类产品的生产并出口到其他国家。 不过， 以上对于多样性和普通性等概

念及其含义的理解只是建立在简单的二分网络中， 此状态只是相对静态模式， 还未

囊括其他节点及其节点间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 因此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国家和

产品技术复杂度最真实的描述。 通过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０） 构造的定义可

知， 国家的多样性和产品的普通性两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存在内在联系。 多

样性越高的国家， 生产能力越强， 从而能够生产出技术工艺要求更高的产品； 同

样， 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一般是由综合生产能力较强国家完成生产。 因此国家

和产品出口复杂度是通过能力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便于说明， 图 ２给出了国家—能

力—产品的三边网络示意图， 由于在实际中无法观测到各国的综合能力， 只能通过

双边贸易识别国家和产品的竞争能力。 通过对国家—产品的网络矩阵反复迭代收集

有关信息， 最终得到国家的多样性和各种产品的普遍性。 所以， 在使用国家—产品

关联矩阵进行迭代 ｎ次时， 多样性和普通性的表达式为：

ｃｉ， ｎ ＝ １
ｄｉ
∑ ｊ

Ｍｉｊ ｐ ｊ， ｎ－１

ｐｉ， ｎ ＝ １
ｕ ｊ
∑ ｊ

Ｍｉｊｃｊ， ｎ－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８）

其中， 初始条件为 ｃｉ， ０ ＝ ｄｉ ， ｐ ｊ， ０ ＝ ｄ ｊ ， ｄｉ 和 ｕ ｊ 分别表示多样性和普通性。 在此

说明， 实际上如果将国家和产品的复杂度写成向量形式， 那么上述的迭代过程其实

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 这就意味着最终 ｃｉ ， ｎ 和 ｐｉ ， ｎ 将会收敛到某个常数， 其矩

阵形式为：

Ｃ ｉｉ′[ ] ＝∑
ｊ

Ｍｉｊ Ｍｉ′ｊ

ｄｉ ｕ ｊ
（９）

对以上矩阵进行特征值分解， 得到第二大特征根的特征向量， 即为最终的经济

复杂性指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ＥＣＩ）。 进一步， 将以上指数进行标准化到

［０， １］ 之间：

ＥＣＩ ＝ ＥＣＩ∗ － ｍｉｎ ＥＣＩ∗

ｓｔｄｅｖ（ＥＣＩ∗）
（１０）

其中， ＥＣＩ∗是没有经过标准化的指数， 即对应第二大特征根的特征向量。 同

理， 可以定义产品的复杂性指数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ＣＩ）， 即定义矩阵：

Ｐ ｊｊ′ ＝∑
ｉ

Ｍｉｊ Ｍｉｊ′
ｄｉ ｕｉ

（１１）

０５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年第 １１期



但是 Ａｌｂｅａｉｋ 等 （２０１７） ［３０］指出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０） 的方法对每项产

品的出口价值权重存在估计偏误的问题。 为此， 他们对每个国家出口产品的规模进

行修正， 如 ＸａＣ 表示的是 Ｃ 国 ａ 产品的出口价值量， 将其重新修正为 Ｘ′ａ
Ｃ ＝

∑
ｐ

Ｘｃｐ

∑ ｃ

Ｘｃｐ

Ｘ０ｃ

， 其中 Ｘ０Ｃ 为 Ｃ国的出口量。 以此类推， 推出 Ｃ国第 Ｎ件产品的修正后

的出口规模为： Ｘ′ｎ
Ｃ ＝∑

ｐ

Ｘｃｐ

∑ ｃ

Ｘｃｐ

Ｘｎ－１
ｃ

。 再将修正后的各国各产品规模， 重新计算国

家—出口比较优势矩阵， 最后进行上述迭代计算出世界各个国家 （地区） 的出口

技术复杂度。

$�

$�

$�

B�

B �

B �

Q �

Q �

Q �

$�

$�

$�

Q �

Q �

Q �

�� 6� �	 �� �	

图 ２　 国际贸易双边网络是国家—能力—产品三边网络

核心解释变量 （Ｓｅｒ）， 表示制造业服务化程度。 本文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并基

于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各个国家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进行测度， 即使用服务投

入价值占总投入的比重作为制造业服务化的代理变量。 在国民经济运行中， 产业之

间不仅存在直接联系， 而且还存在间接的相互依存关系。 据此可知， 制造业对服务

业的完全消耗由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共同构成。 具体而言， 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

（ａｉ） 具体表示为：

ａｉｊ ＝
ｘｉｊ

Ｙｉ
（１２）

其中， ａｉ ｊ表示制造业 ｉ 部门中服务 ｊ 行业投入比重， Ｙｉ 表示制造业 ｉ 部门的总

投入， ｘｉ ｊ表示服务 ｊ 部门投入到制造 ｉ 部门的价值总量。 所以， 该部门完全消耗系

数 （Ｓｅｒｉ） 的表达式为：

Ｓｅｒｉｊ ＝ ａｉｊ ＋∑
ｎ

ｋ ＝ １
ａｉｋａｋｊ ＋∑

ｎ

ｓ ＝ １
∑

ｎ

ｋ ＝ １
ａｉｓａｓｋａｋｊ ＋ … （１３）

另外， 根据 Ｅｏｒａ数据库提供的服务行业分类， ｎ 囊括了批发零售业、 住宿和

餐饮业、 交通运输业、 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服务业等 １０ 种类别的服务行业。 而

且还根据服务投入来源的异质性差异， 识别测算出了各国国内和国外两种不同类别

的制造业服务化系数。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了目前有关对出口质量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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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复杂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 （倪红福等， ２０１５） ［３１］， 将以下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作

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 制度质量、 研发投入、 服务业发展程度、 垂直专业化水

平、 基础设施及人口规模等。 考虑到不同变量在水平数值上存在巨大差异， 本文在

实际计量过程中对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三） 数据说明

本文在测算国家层面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时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８ 年

Ｅｏｒａ提供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 该数据库具有囊括的国家 （地区） 数目更多、 研

究样本期更长的优势， 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出全球经济运行状况。 所以， 本文基于

此数据库测算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全球 １８９ 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 而本

文在计算国家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时， 采用的贸易数据则来源于

联合国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表 １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产品质量 １􀆰 １３９６ ０􀆰 ４４９２ ０􀆰 ００００ ７􀆰 ９９７１

出口技术复杂度 ０􀆰 ０２１２ ０􀆰 ９７６７ －１􀆰 ７４８１ ３􀆰 ２１４５

制造业服务化 ０􀆰 ２８８６ ０􀆰 ０９２１ ０􀆰 ０００２ ０􀆰 ８８３４

制度质量 －０􀆰 ０４６７ １􀆰 ００９１ －２􀆰 ６０６４ ２􀆰 １００２

研发投入 ０􀆰 ９４６５ ０􀆰 ９３３１ ０􀆰 ００５４ ４􀆰 ４０５４

服务业发展 ０􀆰 ５５６３ ０􀆰 １５０９ ０􀆰 ０４１４ １􀆰 ０４３５

垂直专业化 ０􀆰 ２２８０ ０􀆰 １３２５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基础设施 １９􀆰 ９５１１ ２５􀆰 ９７２６ ０􀆰 ００００ ９８􀆰 ２０００

人口规模 ３６􀆰 ８４８６ １３３􀆰 ４８２３ ０􀆰 ００８３ １ ３６９􀆰 ４３９０

数据库以及经济学家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的个人主页， 地理距离

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对于控制变量中

有关垂直专业化程度这一指标

的测算， 本文使用 Ｅｏｒａ 数据库

并基于 ＨＩＹ 分解方法测得。 而

其他控制变量则来自于世界银

行开发的 ＷＤＩ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数据库。 各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１。
（四） 典型性事实分析

图 ３绘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典型事实。
不难看出， 制造业服务化对产品升级的垂直效应和水平效应两个维度的替代指标均

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正向关系强于对出口产品质

量的正向关系。 当然， 以上关系仅是通过相关关系得出的典型事实的初步推断， 为

得到更为可靠的结论， 仍需进一步综合考虑各个因素的影响， 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进行实证检验。

图 ３　 典型事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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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２ 中第 （１） 列和第

（３） 列的结果显示， 制造业服务化无论是对出口产品质量， 还是对出口技术复杂

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①。 并且在加入诸如制度质量、 研发投入等控制变量的基础

上， 回归结果依然在至少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具体而言， 制造业服务化投

入每提高 １％， 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提高 ０􀆰 ５０２％和 ０􀆰 ４８５％。 该结

果说明制造业服务化程度的加深， 对制造业出口质量和技术复杂度都有不同程度的

改善， 即说明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了出口产品的升级。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业服务化
０􀆰 ３８４８∗∗∗ ０􀆰 ５０３８∗ ０􀆰 ３９２９∗∗ ０􀆰 ４８４３∗∗

（２􀆰 ８３７） （１􀆰 ９１３） （２􀆰 ５７４） （２􀆰 ０３５）

制度质量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６８４∗∗

（１􀆰 ９９４） （２􀆰 ２４５）

研发投入
０􀆰 ０８５７∗∗∗ ０􀆰 ０１７３
（３􀆰 ９２１） （０􀆰 ６６０）

服务业发展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５０∗∗∗

（２􀆰 １５２） （２􀆰 ８５０）

垂直专业化
０􀆰 ４９９０∗∗∗ ０􀆰 ３２２５∗∗

（３􀆰 ４４７） （２􀆰 ０５６）

基础设施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５３３∗∗∗

（１􀆰 ８４７） （－４􀆰 ９００）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０１
（３􀆰 ９７０） （－１􀆰 ０３１）

常数项
－０􀆰 ０２７９ －０􀆰 １２２３ ０􀆰 ９２３５∗∗∗ ０􀆰 ４６３７∗∗∗

（－０􀆰 ６７６） （－０􀆰 ９５０） （１７􀆰 ０９４） （３􀆰 ６１８）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３ ００５ ３ ００５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调整 Ｒ２ ０􀆰 ０３２ ０􀆰 １４３ ０􀆰 ０６７ ０􀆰 ２１３

注： 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的数字系数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或 Ｚ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
著水平。

（二） 内生性检验结果

考虑本文的基准回归实证方法是采用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 而在针对

面板数据回归的实际实证操作过程中会遇到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等一系

列内生性问题， 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可信程度。 所以， 为了消除回归结果可能出现

估计偏误的问题， 本文还分别采用了系统 ＧＭＭ 及 ２ＳＬＳ 估计的方法以求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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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呈现的回归结果中均使用的是完全消耗系数作为制造业服务化的代理变量。 本文同样使用直接消耗

系数进行了回归估计， 结果相差不大， 侧面说明结论稳健可靠。 限于篇幅的原因， 未将结果罗列， 备索。



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 表 ３ 中的第 （１）、 （２） 列是采用系统 ＧＭＭ 估计的回归结

果。 通过回归结果中 ＡＲ （２） 和 Ｓａｒｇａｎ 的检验结果来看估计结果不存在二阶段序

列自相关和过度识别问题， 说明估计结果可靠。 回归结果表明，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程度的加深确实能够提升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 表 ３ 中

的第 （３）、 （４） 列是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 本文具体的做法是借鉴

吕越等 （２０１７） 的方法， 将制造业服务化的滞后 １ 期作为工具变量并对模型进行

再次估计。 同样， 通过报告中给出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ＬＭ 和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
统计量可知工具变量基本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并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进而说明

工具变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的估计系数均为

正， 与之前的 ＯＬＳ回归估计的结果保持了一致。 说明无论是出口产品质量还是出

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业服务化对其均有正向促进作用。

表 ３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系统 ＧＭＭ估计 工具变量估计

因变量滞后 １期 　 ０􀆰 ７９８８∗∗∗ 　 ０􀆰 ０４８７∗∗∗

（１５６􀆰 ９５２） （３３􀆰 ００１）

制造业服务化
０􀆰 ８４１０∗∗∗ １􀆰 ８０１５∗∗∗ 　 １􀆰 ０７３１∗∗∗ 　 ０􀆰 ４６８２∗∗

（１０􀆰 １０３） （１８􀆰 １１６） （４􀆰 ９６３） （２􀆰 ５２７）

制度质量
０􀆰 ００４３ ０􀆰 ２８３４∗∗∗ ０􀆰 １８３１∗∗∗ ０􀆰 ０１７１
（１􀆰 ０９２） （４９􀆰 ４０２） （６􀆰 ９２７） （０􀆰 ８９６）

研发投入
－０􀆰 ０３５４∗∗∗ ０􀆰 ２０４９∗∗∗ ０􀆰 １９１０∗∗∗ ０􀆰 ０２８０∗

（－１０􀆰 ０１１） （２１􀆰 ７０６） （９􀆰 ０９１） （１􀆰 ７９７）

服务业发展
０􀆰 ００５１∗∗∗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１３３∗∗∗ ０􀆰 ００２２∗

（３５􀆰 １１２） （８􀆰 ９１５） （８􀆰 １１３） （１􀆰 ９２０）

垂直专业化
０􀆰 ００９６ ０􀆰 ５２１３∗∗∗ １􀆰 ４１１８∗∗∗ ０􀆰 １７４４∗

（０􀆰 ６９５） （１４􀆰 １１２） （１１􀆰 ３３１） （１􀆰 ８３０）

基础设施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３４０∗∗∗ ０􀆰 ０２３５∗∗∗ ０􀆰 ００６２
（２􀆰 ０７５） （３１􀆰 ７７８） （２􀆰 ６３８） （０􀆰 ９０５）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６􀆰 ０２５） （０􀆰 ５４２） （１４􀆰 １５５） （－２􀆰 ８４５）

常数项
０􀆰 ５９２９∗∗∗ １􀆰 ０２９９∗∗∗ －０􀆰 ８３６６∗∗∗ ０􀆰 ８４１９∗∗∗

（２９􀆰 ６４０） （１９􀆰 ３８６） （－７􀆰 １９２） （１０􀆰 ４０１）
观测值 ２ ７９７ ３ ６５１ ２ ６３４ ３ １６７
ＡＲ （２） ０􀆰 １１６７ ０􀆰 ７１８７

Ｓａｒｇａｎ统计量
８１􀆰 ７４ ９１􀆰 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ｋｒｋ
ＬＭ

２９８􀆰 ８６ ２７１􀆰 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ｋｒｋ
Ｗａｌｄ

６２ ０００ ５１ ０００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注： 同表 ２； ［］ 内类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 ｛｝ 内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检验 １％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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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区分服务投入来源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在全球价值链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下， 在制成品形成的不同生产阶段， 各类服务

投入要素不仅仅来源于本国， 并且还使用了大量其他国家 （地区） 的生产服务要

素投入。 因此， 为了进一步明晰制造业服务化中服务要素来源的异质性对出口产品

升级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影响， 本文将制造业服务投入价值区分为制造国内服务化与

制造国外服务化， 并再次进行实证检验。 表 ４的回归结果表明， 国内本土服务要素

的投入有利于该国出口产品质量与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但是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对本

国出口产品升级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对

本国出口产品质量甚至出现了显著负向作用。 说明制造业服务化服务投入来源的异

质性对出口产品升级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

是， 国外服务要素作为 “舶来品”， 即使专业化性质更强， 但在生产国进口并投入

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对接本国生产链条， 期间存在与国内要素匹配的 “磨合期”， 制

约了服务和制造两者的融合。 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发展主要侧重于制造业领域， 具有

单兵突进的特征， 服务业领域开放相对不足， 从而未能在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

下， 有效利用国外服务业优势资源以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 而且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 无形服务要素有别于其他有形的生产投入要素， 它们具有技术和智力密集度高

的特点， 因此服务要素的有效嵌入在短期内面临着较高的沟通管理成本。 所以， 在

初始阶段， 国外服务要素对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表 ４　 区分服务投入来源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出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国内服务化
０􀆰 ６７５９∗∗ ０􀆰 ４２０８∗

（２􀆰 ４８４） （１􀆰 ６９４）

制造国外服务化
－２􀆰 ２０５１∗∗ ０􀆰 ５８１４
（－２􀆰 ０２６） （１􀆰 ０１１）

制度质量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７１７∗∗ ０􀆰 ０８０５∗∗∗

（１􀆰 ９７６） （２􀆰 ２６８） （２􀆰 ３５９） （２􀆰 ７１２）

研发投入
０􀆰 ０８５３∗∗∗ ０􀆰 ０８２７∗∗∗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３７
（３􀆰 ９０６） （３􀆰 ７７７） （０􀆰 ５９７） （０􀆰 ５２４）

服务业发展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０３７∗∗ ０􀆰 ００４９∗∗∗ ０􀆰 ００５１∗∗∗

（２􀆰 ２５９） （２􀆰 ２８７） （２􀆰 ８０５） （２􀆰 ９１３）

垂直专业化
０􀆰 ５４１６∗∗∗ ０􀆰 ４６２９∗∗∗ ０􀆰 ３４４３∗∗ ０􀆰 １５８１
（３􀆰 ６８７） （３􀆰 ３０６） （２􀆰 ０６３） （１􀆰 ０２４）

基础设施
０􀆰 ０１３１ ０􀆰 ０１７４∗∗ －０􀆰 ０５３３∗∗∗ －０􀆰 ０５３０∗∗∗

（１􀆰 ６０９） （２􀆰 ２１４） （－４􀆰 ８９３） （－４􀆰 ８７１）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３􀆰 ９７４） （３􀆰 ７７７） （－１􀆰 ０８８） （－１􀆰 ２５７）

常数项
－０􀆰 １７４０ ０􀆰 ０４９７ ０􀆰 ４８７９∗∗∗ ０􀆰 ６１２９∗∗∗

（－１􀆰 ３４３） （０􀆰 ５０９） （３􀆰 ７８８） （５􀆰 ９３６）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３ ００５ ３ ００５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调整 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４ ０􀆰 ２１３ ０􀆰 ２１３

注： 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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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用不同方法重新测算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 本文分别基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Ｒｏｍａｌｉｓ以及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和 Ｈｉｄａｌｇｏ （２０１０） 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

的方法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重新测度， 并以此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 表

５的实证结果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依

然显著。 而且区分服务要素投入来源， 国内服务要素的嵌入有利于本国出口产品质

量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对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降

低作用， 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该实证结果与表 ２和表 ４所呈列

的回归结果高度契合， 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初步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表 ５　 替换因变量估计方法的稳健性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制造服务化
０􀆰 ９５６１∗ ０􀆰 １４６９∗∗∗

（１􀆰 ７８８） （３􀆰 ６６６）

制造国内服务化
１􀆰 ４５０９∗∗∗ ０􀆰 １４４４∗∗∗

（２􀆰 ６１６） （３􀆰 ４９５）

制造国外服务化
－５􀆰 ３５４９∗∗∗ －０􀆰 １５１０
（－２􀆰 ７０４） （－１􀆰 ００８）

制度质量
－０􀆰 ０１９７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２０６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１７８∗∗∗

（－０􀆰 ３３４） （－０􀆰 ３４７） （－０􀆰 ３５１） （４􀆰 ５０２） （４􀆰 ４８９） （４􀆰 １５３）

研发投入
０􀆰 ４７１９∗∗∗ ０􀆰 ４７１７∗∗∗ ０􀆰 ４４８０∗∗∗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８６∗∗ ０􀆰 ００８８∗∗

（１０􀆰 ２７８） （１０􀆰 ３１７） （９􀆰 ７４２） （２􀆰 ３８１） （２􀆰 ４２６） （２􀆰 ４７６）

服务业发展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７７∗∗ ０􀆰 ００７４∗∗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１２∗∗∗

（２􀆰 ０５０） （２􀆰 ３１５） （２􀆰 ２４８） （４􀆰 １８８） （４􀆰 ００６） （４􀆰 ６５２）

垂直专业化
０􀆰 ３９５６ ０􀆰 ５４１３∗ ０􀆰 ４２５６ ０􀆰 ０７９９∗∗∗ ０􀆰 ０７４４∗∗∗ ０􀆰 １０９０∗∗∗

（１􀆰 ２６８） （１􀆰 ６９０） （１􀆰 ３９４） （３􀆰 ４５０） （３􀆰 １３５） （４􀆰 ６９０）

基础设施
０􀆰 １５０１∗∗∗ ０􀆰 １４８４∗∗∗ ０􀆰 １５１２∗∗∗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１３
（９􀆰 ８７６） （９􀆰 ７６２） （１０􀆰 ００４） （１􀆰 ４５８） （１􀆰 ４６４） （１􀆰 １１２）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９１∗∗∗ ０􀆰 ００９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２∗∗∗

（１１􀆰 ２６０） （１１􀆰 ２４９） （１１􀆰 ０５８） （４􀆰 ８０２） （４􀆰 ８６５） （４􀆰 ８６０）

常数项
０􀆰 ３５０４ ０􀆰 １６７１ ０􀆰 ６７４７∗∗∗ ０􀆰 ７８３７∗∗∗ ０􀆰 ７８３５∗∗∗ ０􀆰 ７３４３∗∗∗

（１􀆰 ２４５） （０􀆰 ５８１） （３􀆰 ２８５） （３６􀆰 １２４） （３５􀆰 ５１７） （４２􀆰 ６２４）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２ ５３２ ２ ５３２ ２ ５３２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调整 Ｒ２ ０􀆰 ２４３ ０􀆰 ２４５ ０􀆰 ２４５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１ ０􀆰 １２２

注： 同表 ２。

（五） 区分生产性服务行业异质性的扩展性检验结果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投入要素对出口产品升级是否具有差异化的影

响。 本文结合 Ｅｏｒａ提供的投入产出中服务数据的划分类别， 进一步分析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 金融服务三种类别的生产性服务对出口升级的差异化影响。 还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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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种服务要素投入对一国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的影响①。 表 ６ 的回归结果

表明， 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都具有正向影

响， 但作用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本文发现， 金融要素与邮电通讯服务要素的投

入对出口质量这一指标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 在对外经济活动中， 通讯服务业不仅

便利了国内企业与分销商的沟通， 降低了企业经营的贸易成本， 同时， 在全球经济

一体化与对外出口活动中， 邮电通讯行业也便利了出口企业与出口分销商的交流与

经营， 通讯网络的普及能够带动全球出口网络基础设施平台的搭建， 使得生产商与

分销商、 客户之间对于出口制成品的信息更加清晰对称。 即邮电通讯服务业在全球

生产网络链条中， 对产业、 出口产品质量具有强有力的前向溢出与后向溢出作用， 并

且在该领域同样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信息互换的高效性与对称性不仅降低

了生产者、 分销商与客户的沟通成本， 也为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起到了充分的 “后
勤保障” 作用。 而相比于邮电与金融服务要素投入， 运输类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要素投

表 ６　 区分服务异性的扩展性回归结果

因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出口产品质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

交通运输服务化
５􀆰 ５２６８∗∗∗ ０􀆰 ３２５８
（４􀆰 ６９９） （０􀆰 ４２７）

邮电通讯服务化
２５􀆰 ７２７９∗∗∗ ８􀆰 ４８６０∗

（４􀆰 １８１） （１􀆰 ８６６）

金融保险服务化
５􀆰 １５０７∗∗∗ ０􀆰 ９７１８∗∗∗

（４􀆰 ９１２） （２􀆰 ７３９）

制度质量
０􀆰 ０４７９∗ ０􀆰 ０５７０∗∗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８１７∗∗∗ ０􀆰 ０７７５∗∗∗ ０􀆰 ０６２５∗∗

（１􀆰 ７７１） （２􀆰 １１０） （１􀆰 ７８９） （２􀆰 ７４５） （２􀆰 ５９９） （２􀆰 ０５５）

研发投入
０􀆰 ０８７９∗∗∗ ０􀆰 ０７６４∗∗∗ ０􀆰 ０８６０∗∗∗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１７ ０􀆰 ０１４４
（４􀆰 ０５２） （３􀆰 ４９７） （３􀆰 ９６７） （０􀆰 ４７９） （０􀆰 ４４６） （０􀆰 ５５６）

服务业发展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５０∗∗∗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５４∗∗∗

（１􀆰 ８３７） （２􀆰 ３５４） （１􀆰 ９１５） （２􀆰 ８５８） （２􀆰 ９５６） （３􀆰 ０７３）

垂直专业化
０􀆰 ５４０６∗∗∗ ０􀆰 ５６２８∗∗∗ ０􀆰 ５６１３∗∗∗ ０􀆰 １９３９ ０􀆰 ２８１９∗ ０􀆰 ３８３０∗∗

（３􀆰 ８７５） （３􀆰 ９６９） （４􀆰 ００９） （１􀆰 ２８１） （１􀆰 ８５７） （２􀆰 ４０５）

基础设施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５２６∗∗∗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５２７∗∗∗

（２􀆰 ０１６） （１􀆰 ４７９） （１􀆰 ８５７） （－４􀆰 ８１７） （－４􀆰 ８７８） （－４􀆰 ８６２）

人口规模
０􀆰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１
（２􀆰 ３１６） （４􀆰 ２７５） （２􀆰 ５２７） （－１􀆰 ２９６） （－１􀆰 ０１０） （－０􀆰 ７３９）

常数项
－０􀆰 ２１３９∗ －０􀆰 ２６３６∗∗ －０􀆰 ２５６８∗∗ ０􀆰 ６３８１∗∗∗ ０􀆰 ５１００∗∗∗ ０􀆰 ４４８８∗∗∗

（－１􀆰 ９３６） （－２􀆰 １７２） （－２􀆰 ２５８） （５􀆰 ６１６） （４􀆰 ３０６） （３􀆰 ７３８）
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观测值 ３ ００５ ３ ００５ ３ ００５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３ ８８１

调整 Ｒ２ ０􀆰 １５７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８ ０􀆰 ２１０ ０􀆰 ２１２ ０􀆰 ２１２

注： 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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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对于我国国民经济分类以及其他一些跨国投入产出表中对服务产业的划分， 本文使用的 Ｅｏｒａ数据因

为自身数据结构的特质， 服务行业相对较少， 所以只能划分出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和金融服务 ３ 种生产性服

务， 特此说明。



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本文认为其原因可能在于金融服务业对于高素

质人力资本与技术含量要求较高， 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产业的技术要素从而提升出口复杂

度。 而交通运输是人力要素密集的行业， 并且通讯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交通运输的

投入具有替代作用， 因此二者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 研究

结果表明： 制造业服务化不仅对一国 （地区） 的出口产品质量具有促进作用， 同

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 通过区分服务要素来源进行分析， 发

现国内服务要素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本国出口产品升级， 而国外服务要素对本国出口

产品升级的作用并不显著， 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 进一步区分

生产性服务投入类型， 邮电通讯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 金融服务次

之， 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基于以上结论， 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产业升级以及价值

链提升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不仅取决于传统要素的

积累， 而且应当注重以产品内涵为主的高质量服务要素的嵌入， 以便提升本国出口

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含量， 进而有助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攀升，
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扩大金融保险、 仓储物流运输、 文化医疗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

程度， 完善服务要素市场体系， 构建现代生产性服务监管框架， 全面提升服务效率

和水平。 对于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要素的投入， 应大力发展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

和金融保险专业化服务投入， 提升下游制造行业的生产效率， 促进服务和制造两个

产业的融合， 提升服务贸易的便利化， 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 第二， 深入发展服务

型制造， 推动产学研用实施进程。 鼓励服务业内部相互融合， 充分发挥制造业对服

务业发展的基础作用， 有序推动双向融合， 促进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由生产型向生

产服务型转变、 服务企业向制造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和拓展。 以产需互动为指导， 推

动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 支持服务企业利用信息平台、 创意设计等优势， 向制造

环节拓宽生产范围， 实现服务品差别化发展与定制， 系统搭建从制造到服务一条龙

的保障设施。 第三， 提升服务业标准化水平。 加快形成由政府引导， 在市场资源配

置驱动中， 形成全民参与、 携手共建标准化建设的格局。 同时， 打破市场分割与地

方行政垄断， 加大服务业反垄断力度。 对企业而言， 应瞄准国际高水平服务标准，
鼓励制造业企业制定高标准行业的生产运营准则， 培育出一批能够代表中国服务要

素、 服务业良性发展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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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Ａｃｒｏｓ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Ｗｉｔｈ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１１９（２）：６４７－６７８􀆰
［２１］ＨＵＭＭＥＬＳ Ｄ，ＫＬＥＮＯＷ Ｐ Ｊ􀆰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９５（３）：７０４－７２３􀆰
［２２］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ｄｄｅｒｓ［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７７

（４）：１４５０－１４７６􀆰
［２３］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ＲＯＭＡＬＩＳ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２９（２）：４７７－５２７􀆰
［２４］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 Ａ Ｋ，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ＷＥＩ Ｓ Ｊ􀆰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３，１０３（６）：２１６９－２１９５􀆰
［２５］ＨＥＮＮ Ｃ，ＰＡＰＡＧＥＯＲＧＩＯＵ Ｃ，ＲＯＭＥＲＯ Ｊ Ｍ，ＳＰＡＴＡＦＯＲＡ 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１０􀆰
［２６］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Ｒ，ＨＷＡＮＧ Ｊ，ＲＯＤＲＩＫ Ｄ􀆰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２００７，１２

（１）：１－２５􀆰
［２７］李小平，周记顺，王树柏 􀆰 中国制造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和制造业增长［Ｊ］ ． 世界经济，２０１５（２）：３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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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Ｒ，ＨＩＤＡＬＧＯ Ｃ􀆰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０􀆰

［２９］ ＢＡＬＡＳＳＡ Ｂ􀆰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Ｊ］ ．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１９６５，３３
（２）：９９－１２３􀆰

［３０］ ＡＬＢＥＡＩＫ Ｓ，ＫＡＬＴＥＮＢＥＲＧ Ｍ，ＡＬＳＡＬＥＨ Ｍ，ＨＩＤＡＬＧＯ Ａ􀆰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Ｒ］．
ＡＲＸＩＶ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

［３１］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 􀆰 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６（４）：１０－２３􀆰

（责任编辑　 王　 瀛）

Ｄｏｅｓ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Ｓｉｙｕ　 ＺＨＥＮＧ Ｌｅｋ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ａ ｆａｒ⁃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ｏｒａ􀆳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１８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ｐ⁃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ｏｒ ｅｖｅ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
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ｎ ｅｘ⁃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ｒｖ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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